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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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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 云 南 昆 明
晋 宁 县 石 寨 山 ， 金 质

“ 滇 王 之 印 ” 出 土 ， 轰
动 考 古 界 。 伴 随 着 一
些 精 美 青 铜 器 的 发 掘
出 土 ， 古 滇 国 由 此 揭
开了神秘面纱。

古滇国，从战国延
续 至 汉 代 的 区 域 性 政
权，云南历史上创造过
灿烂文明的古王国，疆
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
的 云 南 中 部 及 东 部 地
区。长久以来，由于考
古资料匮乏，外界对古
滇 文 明 认 知 极 为 有 限 。
这个神秘王国一度距离
我们很远。

近期，古滇国考古
获得重大突破。在国家
文物局 9 月 28 日举行的

“ 考 古 中 国 ” 重 大 项 目
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发布最新考
古成果：去年以来，云
南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
汉代封泥和简牍，为寻
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
治提供了线索。这表明
西汉中央政府已经对云
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
展的重要实证。

早在新石器时代，
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
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
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
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

“满天星斗说”、严文明
的“重瓣花朵式”学说
和韩建业的“早期中国
文化圈”学说，都以大
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
在 距 今 5000—6000 年
前，中国这片土地上已
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
体，不同的地域、不同
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
式的群体之间，已经发
生了频繁的交往交流和
交融，统一的趋势在这
一时期已经出现。后经
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
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
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
此以后，统一成为中华
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
通先生所指出的，“多
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
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
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
的统一体，是各民族文
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
的文化共同体，与各民
族文化是相辅相成、相
互依存的，这种文化上
的认同就是民族团结的
根本，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它
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
道德准则、精神面貌和
理想追求。我国辽阔的边疆地区是各族人民共同
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
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
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通过开展
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工程，我们对各地区文明起
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背景、
原因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
能够真实了解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文明是如何走
到今天的。

我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遗存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物
例证，它们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
轨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目前，我
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对
于深刻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强化多
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对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经
过考古发掘，以实物证据确认北庭故城外城为唐
代构建，展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历史地位。又
如，内蒙古考古工作人员发掘的元上都遗址，是
自治区内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原农耕文化
与草原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再现了元朝繁荣
的社会形态、融合的民族关系，以及开放包容的
文化繁荣，其城址的设计与规划无不体现了对汉
文化的吸收与延续；甘肃西和县仇池故国遗址出
土的“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
侯”三枚金质封印，分别是三国魏政权和西晋中
央王朝赐给氐族、羌族首领的御印，体现了中央
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
会盟碑、河北承德外八庙以及云南普洱民族团结
誓词碑等大量少数民族文物，都反映了历史上各
民族追求团结、向往统一以及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是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的历史物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
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
作。”考古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就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
通过开展广泛的边疆地区考古发掘研究，我们对
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会有更深
刻的认识，可以极大地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我国地域广阔，边疆地区占国土面积的一
半以上。各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
是不平衡的，尤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一
发展过程、原因等有待深入挖掘和认识。我认
为，今后可以配合“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综合研究”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制定
实施边疆地区重要考古规划和实施办法，围绕
史前文明、中国文化基因以及边疆与周边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考古发掘和阐
释工作。我们可以划地区、分阶段、有目的展
开边疆考古发掘和阐释，对边疆地区在中华文
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极
大增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
人民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考古研究和阐释边
疆民族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讲好中国
故事，特别是讲好边疆地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
史故事，增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自
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加强考古
发现和历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播，教育和引领
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断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自豪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
保护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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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曾经的沉寂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
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
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
大；此皆魉结，耕田，有邑聚。”
2000 多年前，云南滇池沿岸曾经有
一 个 被 称 为 “ 滇 ” 的 古 老 文 明 。
《史记·西南夷列传》 中的这段文
字，是古文献中最早涉及古滇国的
记载。

1956 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
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
金印及大量青铜器，揭开了古滇王国
神秘面纱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
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
群等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的陆续考古
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滇国遗物，
这个沉睡了 2000多年的古老王国逐
渐向世人显露真容，古滇王国的光辉
才重现于世。

记者：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 1958 年，之后
沉寂了长达半个世纪。其中有何缘由？

蒋志龙：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上蒜镇河泊所村，滇池东南岸，东北距出土“滇
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1958年，中
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河泊所遗
址在内的十余处螺壳堆遗址，考古上称为贝丘遗
址。根据调查报告描述，遗址堆积的螺壳高出地
表8米、长达里许，在这些螺壳堆中发现的主要
器物是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但当时在滇池盆地
并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在墓葬中也没有发现此
类的同心圆盘，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处遗址是
新石器时代的。而这种将同心圆纹盘认定为新石
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的认识，也一直持续了将近
半个世纪。

记者：河泊所遗址被当作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
址这种认识，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

蒋志龙：1990年，为配合昆玉铁路建设而进
行的玉溪刺桐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首个爆发点。我
们在该遗址的堆积中发现这些红陶盘和青铜小件工
具乃至汉代陶器共存。可以说刺桐关遗址的发掘，
首先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以同心圆纹红陶盘为新石
器时代遗存的错误认识。

2006年，我们在昆明西山天子庙遗址首次发
现了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尽管遗迹现象不多，但
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与在墓葬中出土的同样的青铜
器、玉器和陶器。

事实上，自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发掘以来，
特别是1956年六号墓出土“滇王之印”以来，乃
至整个20世纪，云南省青铜时代考古主要围绕墓
葬进行，在聚落遗址方面着力不多。2008—2010
年，我们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联合
进行滇池地区史前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发现了近
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其中，河泊所
贝丘遗址距离滇国贵族墓地——石寨山墓地很
近，并且遗址规模非常大，我们推测这一区域很
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也正是此次调查坚定了我
们寻找古滇文化聚落遗址的信心。

2014年，我们以石寨山古墓群为核心，将整
个滇池地区6大“滇文化”分布区纳入“石寨山
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中，同年，国家文物局
核准了这项考古计划，并指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址。当年年底启动的石
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主要工作方法是大
范围的考古调查、大区域的考古普探，在此基础
上进行重点勘探，最后再选择重点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其核心就是寻找该文化的聚落遗存和可能
存在的城址。

“放在以前，谁都不信”

古滇国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是从战国
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史记》中有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
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等记载，但寥寥
数百字几乎是它的全部。此后《汉书》
《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关于古滇国的记
载皆径抄之。

2019年，考古人员在河泊所遗址中
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这枚小
小的“滇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
亚于“滇王金印”，表明汉武帝在古滇
国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
理体系。在蒋志龙看来，它是汉中央政
府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有效行政、国
家治权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从“多元”
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

记者：您曾说过，“缺少村落遗址的古滇文化就
像缺了一条腿。”对普通公众来说，由于史料和考古
实证资料的匮乏，古滇国也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蒋志龙：是的，古滇国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云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是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滇池盆地只发现古滇文化的墓
葬，后来终于找到了古滇文化村落遗址，这是古滇国
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6 年，考古队在对河泊所片区的考古钻探
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迹象，众多高出水面的台地和
水系（古河道）相间排列，构成了河泊所堆积的主要
形态，而这些台地和水系又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
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但要确定这些台地到底是什么性
质的堆积，仅靠考古钻探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于
是，我们向国家局申请对台地的发掘，而西王庙是我
们首先申请发掘的台地。

2016—2017年，在对位于下西河村的西王庙所
在的台地的考古发掘中，在距地表三四米以下，我们
发现了汉代的地面遗迹，也就是说汉代时期人们生活
的地面比现今的滇池水面要低三到四米左右，表明那
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反过来
说，那时期的滇池还没有现在的滇池水面宽。而“滇
文化”时期的地面海拔则更低。

记者：这些考古发现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蒋志龙：我们在西王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汉代

和早于汉代的滇文化时期乃至时代更早的商周时期先滇
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存，是首次在滇池东南岸的冲积平原
地区发现汉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遗址，这是石寨山
大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为我们在平原地区寻找石
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指明了方向。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河泊所是一个聚落遗
址，地下埋有古代的村落，而且还埋着古滇国的都
城。这要放在以前，谁都不信。

记者：确定聚落遗址后，您和同事们是怎样推进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的？

蒋志龙：我们依靠每年国家文物局批的发掘项
目，同时开展发掘、勘探和整理工作。每年安排一平
方千米的考古勘探，安排一到两个小项目的整理。

2018年，在对河泊所村东的编号为台地3的发
掘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瓮棺和柱坑类遗迹以及其他
遗迹现象，如此数量众多的瓮棺，在国内也是不多见
的，在滇文化分布区内也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
对“葬俗”的认识。尽管现在还没有释读出其所蕴含
的历史现象，但它作为河泊所遗址群中一类特殊存在
的遗存则是毋庸置疑的。

2019年初，在台地3西边一处汉代废弃河道的
灰坑中，考古人员对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
括“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
在内的几枚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
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队员告诉我说发现了一枚

“滇国相印”封泥时的情景，大家都很激动。我直觉
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巨大发现。

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过滇相的问题，但是从
汉代建制来说，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这一地区
的最高行政长官。“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
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
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
在。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
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从这些材料推测，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
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滇国相印”
封泥的发现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为了解滇国附汉
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
线索。

此外，2020年9月至12月间，我们对河泊所村
和下西河村之间，西王庙以北，南邻金砂路的范围进
行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堆积厚
度深1.45—5.8米，包含了从西汉中期以前、西汉至
东汉以及明清时期的堆积，以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堆积
最为丰富。

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

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共
生，创造出灿烂多姿的古滇文化。

河泊所遗址最新考古发现，为寻找
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
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
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
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
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从武
帝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了跨入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云南现今的
边疆格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古滇国
文化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
面前。

记者：上月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了
河泊所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来，河泊所遗址
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如您所说，当时一枚“滇
国相印”已经是很重大的发现了，那此次收获是不是
更为惊喜？

蒋志龙：对！这次公布的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就
汉代文化遗物而言，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简牍，
此外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

2021年3月至12月，我们对位于昆明市晋宁区
上蒜一小北区域约2000平方米进行考古发掘，发现
了大型道路和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烬堆积、房
址、水井、墓葬等遗迹441个。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
富，当然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封泥。

此次发现了500多枚封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
外，还有益州郡所辖县的长官封泥，比如说“滇池长
印”。在汉代，大县置令，小县置长，说明当时滇池是
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小县，同时也可以说明滇池在汉代
就有专人来进行管理。在公元前109年以后，就像是
中原地区一样，纳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管理之下了。

目前已经发现了汉代益州郡所辖24个县中18个
县的官印封泥，还有6个县的封泥不排除在未来会被
发现。除了官印之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私印的封
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我们猜测这些
私印就是官员的名字。这些内容当年在《史记》《汉
书》《后汉书》甚至是《华阳国志》中都未见记载，
可以说这些发现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让我们对于
这段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

记者：除了封泥之外，此次考古发现最引人关注
的还有大量的汉简。

蒋志龙：是的，在上蒜一小校园内发掘的150平
方米，我们发现带汉字的200多枚简牍，绝大部分还
在清理中，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
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
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这些简
牍大部分是官方文书，有法律方面的，也有政务方面
的，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细节，对于研究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价值。

记者：在您看来，去年以来的考古新发现的价值
和意义在于？

蒋志龙：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滇王金印”的
发现，是我们了解古滇国是否存在的一个契机，那么
这次的发掘则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为研究我国统一多
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更多材料。目
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出土的简牍保护好、研究
好。另外，根据这批材料，我们还可以研究汉代云南
与蜀地、与中央的关系。

记者：最近十年中国考古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您
从 2014 年开始带队对河泊所遗址进行发掘。身处其
中，想必有颇多收获和感悟吧。

蒋志龙：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确
实有目共睹，我自觉赶上了最好的时候。

在近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尽管还没有碰到惊
天的考古发现，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
的。这些看似孤立、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遗迹，
却为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线索。每一次新的收
获，都使我们距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

迄今我们所发掘的几个台地，几乎没有一处其功
能是完全相同的，相互之间完全不搭，这也反倒坚定
了我们的信心，完全不搭就是一种搭！这些不同功能
的台地和水系共同构筑起河泊所遗址群作为古滇国都
城的完整体系。我们所做的是将这些零星的方块拼接
起来，构成一幅河泊所古滇国都城的美丽图景。

河泊所遗址：拼起古滇国文明的美丽图景
——专访云南河泊所遗址发掘负责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去年以来，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 （左图） 和封泥 （右图）。 新华社发


